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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中央文革小组是伟大领袖为发动文革拼凑的草台班子，它的主要功能

是煽动、批判、打倒、夺权，绕开“走资派”把持的原有的权力系统，另起炉灶，

在领袖和造反派之间搭起一座桥梁。 

    文革小组是文革中的“新生事物”，但其中一张老面孔让人觉得它似曾相识，

这张老面孔就是康生。在延安整风时期，这位“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曾是“总学委”的

主要成员之一。这两个机构都是在“领导运动”的名义下凌驾全党，都是利用整人

建立起恐惧与迷信统治的工具。不同之处在于，整风时期的“绝对权威”尚未树立

，毛需要亲自领衔，并在权力系统里有所借重，所以“总学委”的成员都是位高权

重的“当权派”。而文革时期的毛如日中天，乾纲独断，何况在他看来，“中央出了

修正主义”，谁都信不过，只好由“内廷”主政：秘书、亲信加夫人，再加上几个“赤

条条来去无牵挂”（张春桥语）的笔杆子，中央文革小组就开始呼风唤雨了。不同

之处还在于，“总学委”诸君身处组织与事业的壮年期，精气旺盛，驾驭局面如身

使臂，与运动相始终，幕落时不仅安然无恙，且皆大欢喜；而文革小组肆虐的年

代，权威“盛”极而衰，操控失据，不得不“层层剥笋”，草台班子的成员或早或迟，

多数当了替罪羊。 

    实际上，文革小组并没有能力真正取代原来的权力系统。它在绕开“走资派”

的同时，也绕开了真正的“权力主体”，“秀才加秘书”的成员结构只能掌握意识形态

的话语权，无法掌握国家的行政、经济和军事等权力，而这些才是更深厚更具决



定性的权力。一位造反派领袖的体会是：江青只能发威，办事还得靠总理。真是

应了那句老话：秀才造反，十年不成。 

    在那一段时间，伟大领袖的“绝对权威”也传给了江青和肖力。江青的迫害狂

发展到极致，其随心所欲和反复无常令工作人员无所适从，吃尽了苦头；肖力在“

无产阶级司令部”后院点的一把火，今天看来也是颇有意味的。 

    真正无辜的是普通工作人员，他们被选中是因为“政治上可靠”、“根正苗红”（

这个标准如今也适用）。如果没进中央文革，他们可能在原来的岗位上兢兢业业

，终其一生，“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结果“红色保险箱”也不保险，不少人任劳任怨

，受气不说，换来的却是牢狱之灾。 

王广宇先生的回忆文章为我们揭示了中央文革小组这一神秘组织的机构和运

作，该领域过去还无人系统地述及，对此我们谨致谢意。 

 
 

关于中央文革建立下属（职能）机构的回忆  

                               王广宇  
 
我从 1966年 6月至 1967年 8月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参与了中央文革办事机构的组建

，并一度担任办事组负责人。本文是我对那段时期有关情况的回忆，希望能为研究文化大革

命史提供一点原始资料。 
 

一、从中央文革办公室到中央文革办事组 
 
中央文革的办事机构前期称办公室（1966年 7月初到 1966年底），后期称办事组。 
1966年 5月，中央发布了“五·一六”通知并成立中央文革小组，标志着文化大革命运

动开始。6月，陈伯达、康生及部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先后集中到钓鱼台办公。到 6月末，
中央文革小组着手成立办公室，以应付日益增多的各种杂事。 

7 月，到钓鱼台办公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有：组长陈伯达，住十五楼；顾问康生，住八
楼；副组长江青，住五楼后搬至十一楼；副组长王任重、刘志坚，住二楼；小组成员关锋、

尹达，住十五楼（尹达不久就被逐回原单位）；王力、戚本禹、穆欣住十六楼。张春桥、姚

文元 8 月来京后也住在十六楼，谢镗忠在钓鱼台住了很短时间就被打倒。郭影秋、郑季翘、
杨植霖、刘文珍等代表地区的成员都未到钓鱼台报到，实际上并未参与中央文革小组的活动

，他们的名份也就不了了之。 



因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住钓鱼台，办公室也就暂时设在那里。在办公室成立之前，只

有几个机要秘书来处理一些收发文件、接打电话之类的事。 
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正式成立是 1966年 7月初，一天晚上康生在钓鱼台十一楼小会议室

向部分小组成员和工作人员宣布的。康生说：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很快，中央文革小组成立

后，有许多事要做，急需成立一个办公室来处理日常事务。办公室在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下做

具体工作，规模不能太大，人员要精干。康生宣布：办公室主任由穆欣担任；戚本禹、曹轶

欧任副主任。办公室下设文电组、调查组、简报组，分别由穆欣、曹轶欧、戚本禹兼组长。 
其实，简报组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建立了，先在中央办公厅办公，并出刊了多期《

文化革命简报》，1966 年 7 月初，由戚本禹把这个组的原班人马迁到钓鱼台，成为简报组。
调查组早在 1966年 5月就以原中央理论小组调查组的名义，开始调查北京高等学校的情况。
这个组由康生主管，曹轶欧带领四、五个人住在西颐宾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住进钓鱼台

，便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的调查组。三个组中，只有文电组刚刚组建，是在原来几个机要秘书

的基础上扩建起来的，实际上是秘书室的性质。它处理的都是日常杂事，如收发文件、处理

群众来信来电、筹备和通知开会；安排小组成员接见来访者、作记录、派车；同中央各部门

及省市联系等等，总之没人管的事都找文电组。文电组事多人多，不得不在内部再设办信组

、电话组、会议组（机动组）、保密室，还自然形成了直接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服务的值班

室，随时承办小组成员布置的各项事宜。 
江青对中央文革办公室的工作一直不太满意，但又提不出任何改进意见，半年内，她撤

了两任办公室主任。穆欣任办公室主任不到两个月，就被她找茬撤了职；继任的王力干了三

个多月，办公室撤消，他的办公室主任职务也自动撤消了。 
到 1966 年末，中央文革小组决定撤消中央文革办公室和原来设置的三个组，组成新的

办事机构——中央文革办事组，这是“文革”期间在全国第一次使用“办事组”的名称；中

央文革小组成员一律不兼办事组的工作，从解放军报社调来记者处处长宋琼着手组建办事组

。按照中央文革小组的意思，办事组只管办事，高效率地为中央文革小组服务，本着人员要

精干、制度要健全、工作效率要高的原则，组成了五人办事组，宋琼为办事组组长，列席中

央文革小组会，陈满池为副组长（一直未到任）。宋琼上任后，很快建立了一些制度，实行

了分工负责制，调整了原办公室下设的机构。然而正当办事组满腔热情、一心改变面貌的当

口，这个组建不到一个月的办事组又夭折了。 
起因是肖力（即李讷，毛泽东的女儿）在解放军报社发动的夺权冲击了军报来的同志。

1967 年 1 月中旬，肖力等人在解放军报社贴出第一张大字报，造了总编辑胡痴的反，并打出
了一个“胡痴反党集团”。宋琼等三位同志是从解放军报社调到中央文革办事组的，解放军

报社的造反派以宋琼等人同“胡痴反党集团”有牵连为由，于 1967年 1月中旬的一个深夜，
到钓鱼台将宋琼等人揪走。造反派敢到钓鱼台揪人，这是第一次。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和大

部分成员被揪回解放军报社，原有的办事组名存实亡。 
为了应付中央文革的日常工作，江青等人不得不又走回头路，委派戚本禹主管办事组。

戚本禹接管后，曾口头任命王广宇、矫玉山为办事组正、副组长。这个任命没发文件，没有

正式宣布，最重要的是没有得到江青的认可。1967 年 8 月底，王力、关锋被抛出后，我被责
令回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由矫玉山负责，后来任命江青秘书阎长贵和矫玉山为办事组正、

副组长。1968 年 1 月戚本禹垮台后，阎长贵、矫玉山也以莫须有的罪名抓了起来。江青又从
解放军报社把肖力调回钓鱼台，当上末任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她是唯一没有遭受牢狱之灾

的办事组组长。 
 

二、中央文革下设的职能机构 
 
 1967 年以后，中央文革小组逐渐变成了中央的权力机构，它几乎取代了原来中央书记



处的职能，不仅处理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问题，也参与日常的党政事务。中央文革在这一年

相继成立了文艺组、理论组、宣传组、档案组等职能机构。归纳起来，中央文革小组的下属

机构情况大致如下： 
办事组：主要由在钓鱼台办公的直接为中央文革小组服务的值班室和市内电话组、长途

电话组、保密室、打字组、会议（机动）组组成，值班室还负责编辑随时上送的《要事汇报

》。住钓鱼台的总共有十五、六名工作人员，由戚本禹主管。 
 隶属办事组的机构有记者站和办信组。 

 记者站：是中央文革办事机构人数最多的单位，在花园村一号办公。记者站以办事组
的名义编辑《文化革命简报》、《快报》，发给还在工作的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记者站下设编辑组、通联组、北京组、国家机关组等，北京著名高等学校（如北大、清华

、北师大）都设有常驻记者。1967 年 7 月，由记者站管辖的通讯员组成立，从北京高等学校
抽调部分学生组成通讯员，协助北京记者组，主要在北京高等学校中进行采访，住铁狮子胡

同二号（原西藏驻京办事处旧址），有通讯员二十名左右。记者站管辖驻全国各省、直辖市

、自治区的中央文革记者站（各有人数不等的记者组），这些记者持新华社、《解放军报》

、《红旗》杂志等新闻单位的记者证外出采访，每天向中央文革记者站发消息，人数大约有

百人左右。记者站由王力、关锋主管，主要是王力管。 
办信组：这个组的工作人员有三十人左右，原在钓鱼台办公，1966年秋陆续迁到花园村

一号。办信组下面分为陈伯达办信小组、江青办信小组、中央文革小组办信组。1967 年后，
办信组还自办了几个不定期的，只发给江青等少数几个人的《要信摘要》等刊物，属绝密文

件。这个组归戚本禹管。 
文艺组：成立于 1967年 5月。在沙滩原中宣部大楼办公，和《红旗》杂志社在同一个楼

，由《红旗》杂志社代管行政、后勤工作。这个组的领导成员多是名人和文艺界的造反派负

责人，由《欧阳海之歌》的作者金敬迈负责日常工作，《野火春风斗古城》的作者李英儒协

助，此外还有几位当时文艺界造反派的负责人，如陆公达、刘巨成等。文艺组的办公室只有

六、七个工作人员。这是江青亲自抓的一个组，戚本禹协助她工作。 
理论组：成立于 1966 年末，在中南海院内中央办公厅办公。理论组只有三、五个人，

由《红旗》杂志社调来的一位编辑负责，并从部队调来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如廖初江、

王道明等。最初，这个组的任务是搜集、整理资料，准备撰写批判修正主义的理论文章。刘

少奇的问题公开以后，则专门搜集、整理刘少奇一生中所有言论、文章、报告、讲话和书籍

，编辑出版了《刘少奇言论》，供批判用。在 1967年 7月，出版了约十集左右的灰皮书，据
说只印了二、三十套，发给极少数中央领导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这个组由戚本禹直接管。 

宣传组：成立于 1967年 7月，王力兼组长。王力亲自抓宣传组的筹备工作，并从中央党
校调来一位老干部李广文组建班子。原来办公地点选在二里沟的新疆驻京办事处，后来迁到

中宣部大楼和文艺组、《红旗》杂志社同楼办公。这个组成立不久，王力和李广文先后被打

倒。 
档案组：成立于 1967年 7月，由戚本禹掌管。档案组实际上是以中央文革派驻的军代表

来接收原中央档案馆的档案管理权，以便控制和调阅中央档案。这个组只有两个人，以“军

代表”的名义派驻中央档案馆，并领导中央档案馆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军代表负责人王

敬忠是一位团政委，另一位是从《红旗》杂志社调来的老编辑。他们上任不久，因为戚本禹

被打倒，也被江青投进监狱。 
 

三、江青的防范意识 
 
文革开始不久，江青就成为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的最高负责人，连组长陈伯达也得看她

的脸色，江青不同意的事情不能通过，江青不到不能开会。 



办公室刚刚建立的时候，没有规章制度，只能围绕着小组成员的意志和指示办事，多数

情况下是由江青的感觉和情绪推着走。江青的事必须马上办，她一会儿要出去接见红卫兵，

一会儿又要看电影，办公室要在限定的时间内安排停当，否则她就大发脾气。她不顺心时，

就找办公室的茬，无端进行指责或批评。刚刚建立办公室时，值班室工作人员不多，江青对

这些工作人员的面孔还熟悉，因此不太戒备，时常来值班室打保密电话，可后来值班室的人

多了，加上首长秘书、警卫等随从人员也在值班室待命，显得杂乱。江青有一次来打电话，

一进值班室看到这么多人，就发了脾气，她说：我要打电话，你们这么多人在场干什么，想

偷听啊！从此她再来打电话，值班室工作人员不管手上有什么紧要事情，都得马上放下工作

，出去回避。 
钓鱼台十六楼有个小会议室，平时很少使用，因为每天打来的长途电话太多，就放了一

部专接长途的机子，小组不开会就接长途电话。接电话的工作人员一手拿听筒，一手作记录

，除了吃饭和睡觉外，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累得腰酸背痛，两臂发麻。为了减轻劳动强度

，办公室请中央办公厅 39局电话总机的技师，对电话机进行改装，加上一个扩音器和麦克风
，工作人员就可以把接电话的双手解放出来，专注作电话记录。万没想到由此惹起一场风波

。有一天，小组成员在大会议室开中央文革小组会，开会中间，江青和陈伯达离开会场到小

会议室密谈。谈话时，江青突然发现墙角的一张办公桌上放了一部电话的扩音器和小麦克风

，她大吵大叫，说谁安了“窃听器”偷听她和陈伯达的谈话，一旁的小组成员纷纷跑到小会

议室查看所谓的“窃听器”。有的小组成员当场作试验，看“窃听器”有什么反应。这时我

们办公室的同志过来作了解释，江青也没抓着什么，这场风波才算过去。 
 

四、肖力与钓鱼台的大字报风波 
 
就在康生宣布成立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的第二天，肖力从农村“四清”工作团来到钓鱼

台，先在十一楼住了几天，后随办公室迁到十六楼。江青叫穆欣给肖力在办公室安排工作。

穆欣为了照顾她，先让她处理群众来信。大约过了个把星期，有一天晚上小组成员在钓鱼台

十七楼小放映厅看电影，江青责问穆欣说，“穆欣同志呀！你怎么叫肖力办什么信呀！这孩

子本来胆子就小，你叫她坐办公室办信，怎么锻炼她呀？……”穆欣解释说：“我们没有固

定肖力的工作，办公室现在没有什么合适的工作，就让她暂时先办信。她想出去活动可以随

时出去，我们没有限制她。”当时肖力也在场。从此，肖力除了接受小组分配她的临时工作

外，大部分时间是单独出去活动，主要是到北京各高等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因此她对北京的

部分高等学校的文化革命运动情况很熟悉，并结识了一些红卫兵的头头。 
  肖力对中央文革新调入一些年轻工作人员很不以为然。她曾对我讲：中央文革办公室调

来这么多年轻的“三门干部”（家门、学校门、机关门）到钓鱼台工作，他们都没经过实际

工作的锻炼，刚开始工作就享受这么优裕的生活待遇，对他们锻炼成长很不利，很容易产生

优越感，进了中央文革就等于进了“红色保险箱”。 
1966年 9月，肖力在钓鱼台十六楼办公室值班室外边走廊墙上贴了一张小字报，这是在

“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后院点的第一把火，震惊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办公室的工作人员。

小字报是在一张八开白纸上以肖力个人名义用签字笔写的，贴在小组成员、工作人员开会、

就餐必经之路的墙上，格外显眼。据我回忆，小字报的内容大意如下： 
中央文革办公室自从成立以来，一直没有走上正轨，各项工作杂乱无章，工作人员虽然

整天辛辛苦苦，忙忙碌碌，但不得要领，陷在事务主义中；而办公室的领导却对他们的工作

很少过问，忽视思想工作，这些年轻的干部在钓鱼台这样优裕的环境里，养尊处优，自以为

处于“红色保险箱”里，对他们的成长和锻炼非常不利。办公室工作必须大刀阔斧地改进，

否则很难完成文化大革命的任务。 
这张小字报矛头是指向办公室的领导，办公室的正副主任坐不住了，马上表态。他们在



肖力小字报的空白处写上“虚心接受批评，努力改进”之类的文字，但均未署名。 
肖力的小字报贴出后，办公室新来的几位大学生和司机积极响应，立即参加了“战斗”

。他们把小字报提升为大字报，表示坚决响应肖力的号召，支持肖力的观点，认为办公室就

是杂乱无章，工作人员“养尊处优”，比如有人夜里回家要车，外出时不愿坐华沙牌小轿车

等等。在一天之内，办公室外的墙上贴出了好几张大字报，并往小组成员开会的会议室外走

廊的墙上发展。“无产阶级司令部”后院的火势有迅速蔓延之势。 
这时出现了一张火上加油的大字报，却把火势引向了作者自己。这张由小胡、小雷署名

的大字报本意是支持肖力的小字报，向中央文革办公室领导开炮的，并且捎带了几位主要工

作人员。这张大字报上纲最高、措辞最尖锐，还带点“理论色彩”，两位作者都是刚毕业不

久的大学生，属于肖力小字报指责的“三门干部”。这张大字报说（大意）： 
钓鱼台并不平静，也有风浪；这里同样有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不要以为在钓鱼台工作

的人都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不要忘记，钓鱼台也会滋生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文化大

革命前，钓鱼台不是也集中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吗？那些写“九评”的笔杆子中，

如范××、许××、姚×等不都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了吗？ 
大字报提出要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造修正主义的反，并号召大家“在以陶铸同志为首的

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下，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取得彻底胜利！” 
这张大字报引起了中央文革小组上上下下的注意。小组成员的最先反应是注意到大字报

的一个新提法：“以陶铸同志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于是，小组成员议论说：什么时候起

中央文革以陶铸为首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人员连中央文革小组以谁为首都不清楚岂不是

咄咄怪事？大字报的执笔者小胡是何许人也？ 
小胡是中央文革办公室文电组的工作人员，起先在文电组值班室接电话，打杂，值夜班

。1966 年 9 月以后，记者站把每期《文化革命简报》的清样送穆欣审批，穆欣工作太忙，便
叫我看简报的清样。我也是杂事缠身，经请示穆欣同意，专门安排小胡看稿，最后再送穆欣

定稿。另外电话组、办信组送来的向小组请示和报告的稿子，他也先看，有需要向上反映的

，再请示小组成员。过了一段时间，小胡情况熟了，便以个人名义向小组成员批阅各种文件

。大字报事件前，小组成员对这些批件没有提出过异议，小胡的大字报贴出后，他的名字突

出了，接到批件的小组成员开始议论小胡是负什么责任的？下边送来的文件为什么要经他中

转？是谁设的“中转站”？这时，我只好出面向办公室主任王力解释所谓“中转站”的原委

，其实它并不是一层机构，只是办公室文电组内部分工，只有小胡一人。“中转站”设立的

责任在我，我承担了责任并作了检讨。最后中央文革小组决定撤消“中转站”，小胡和小雷

调出钓鱼台，分配到花园村一号办信组处理群众来信。值得庆幸的是，他们没有再追究小胡

大字报中的“新提法”。（近年我才从《王力反思录》中发现，这张大字报是陶铸、江青在

中央文革小组某次会议发生激烈冲突之后贴出的，难怪小组成员如此敏感。） 
小胡、小雷这张大字报的出现，使中央文革小组不得不对在中央文革内部掀起的这场大

字报风波表明态度。王力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向办公室工作人员宣布：中央文革小组内部不搞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家对工作有什么意见可以向小组成员反映，也可以写书面

意见给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办公室需正常办公，为中央文革小组处理重大问题提供良好的

环境，不能把这里也搞乱了；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员不要继续张贴大字报。这样才平息了肖力

小字报引起的折腾了几天的大字报风波。 
 

五、取消伙食补贴 
 
肖力在小字报中批评的现象除了工作杂乱无章外，还有一条是工作人员“养尊处优”。

办公室刚刚成立的时候，调来的工作人员还不多，基本上是两个人住一个房间，伙食也是延

续文化大革命前的规定，凡在钓鱼台工作的人员，都一律吃中灶伙食，每月四十五元的标准



，所有人员按级别交伙食费（记得十七级以下干部每人每月交十二元，十七级以上十五元）

，公家大约补贴三分之二。应当承认，当时的中灶比一般干部和群众平时伙食标准要高，这

样的规定显然同文化大革命的宗旨“反修防修”不协调。 
大约在 1966 年 10 月，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主动取消了伙食补贴。小组成员伙食维持中灶

标准不变，取消补贴，伙食费全部自掏腰包。工作人员吃普通大灶，实行预约登记办法，吃

多少交多少，没有补贴。这项“革命化措施”，是小组成员兼办公室副主任戚本禹宣布的。

工作人员虽然伙食标准降低了，但反应比较平静，认为这是革命化所必需的。只是有一次，

张春桥到办公室值班室谈起伙食标准时说：伙食标准改革后对低工资的小组成员来说是加重

了经济负担。他说，姚文元的工资很低，家庭负担又重，每月拿出那么多伙食钱，感到有些

吃不消。张春桥只不过是闲聊中对姚文元经济拮据表示同情，并没表示明显不满，也没要求

改变现状。 
 

六、中央文革小组无计划、无章法，开会不作记录 
 

 中央文革小组对文化大革命运动如何发展，怎样领导运动，心里并没有谱。最高指示
当时是文化革命运动的方针政策，但是具体操作，日常工作都没有明确的计划，办事组的日

常工作只能跟着江青、陈伯达的感觉走。由于没有规划，中央文革小组每天干什么（比如开

什么会，通知什么人参加，接见什么组织等），都是临时决定，办公室必须在限定时间内安

排停当，工作人员整天忙得团团转。 
为了方便小组成员查询，办公室自动搞了本每日大事记，但召开中央文革小组会却没有

任何记载，每人的发言和所作的决议都没有记录。作为和党中央平起平坐的中央文革小组，

每天议事活动连点痕迹都不留岂不是奇闻？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种不正常的政治生活

状况主要来自陈伯达、江青的私心，他们在中央文革小组会上往往是信口开河，如果记录在

案，以后出了错就无法赖账；没有记录，万一以后出了错，他们就可以一推六二五。据穆欣

回忆，江青为了推脱责任，在一次中央文革小组会上竟当着小组成员的面，把有她签字的文

件用打火机烧毁。 
对开会不作记录这种不正常的状况，周恩来总理开始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后已有察觉。

周恩来到中央文革小组值班室向工作人员布置：以后碰头会要作会议记录，由中央文革小组

办事组派一个人，总理值班室派一个人，共同参加碰头会作会议记录。周总理的指示只执行

了一次，第二次到会作记录，就被江青给阻止了。那次轮到我作记录，开会前我请示了主管

办事组的小组成员戚本禹。正好那天晚上周恩来到毛泽东那里谈工作来迟了，他的秘书没有

到会场作记录。我一个人坐在会议桌后边的沙发上准备作记录。周总理到会后，刚刚传达了

主席关于对兰州军区某领导人的评价，江青发现我正在记录，她居然打断周总理的传达，阴

阳怪气地发问：“我们这个会需要作记录吗？”然后质问我说：“谁叫你来的？”会场气氛

紧张起来，列席会议的叶群赶忙声明：“不是我叫来的！”我刚想解释，周总理说：“是这

样的，我说过碰头会上要有人来作记录，不过今天这个会内容可以不记！”我趁机退出了会

场。从此，碰头会再也不作记录了。 

 
七、各职能机构负责人的下场 

 
中央文革下属的各个组的负责人，除了宋琼等组成的办事组发了任命文件外，其他各组

的负责人都是中央文革小组口头任命的，没有发正式任命文件。这些负责人忠诚地在“无产

阶级司令部”直接领导下，执行“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的路线和政策”，然而，他们却被江

青等人一个个投进了监狱，各组的负责人几乎无一幸免。办事组的王广宇、矫玉山、王道明



、张根成、周占凯；记者站的徐学增；办信组的杨松友；文艺组的金敬迈、李英儒；宣传组

的李广文；理论组的杨永志；档案组的王敬忠、朱波，都在监狱关了七年多，其中两个人被

逼成精神分裂症，而强加给他们头上的罪名都是捏造的或莫须有的。1975 年 5 月，毛泽东亲
自批示，释放了这一批身陷冤狱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人员。 


